
在今天这样的时代谈论权力，特别是谈论精神权力，又是以知识分子精神权力的重新塑

造作为主要关切来谈论我们的文学，似乎已经是一件不合时宜、过于高调和非常可笑与可疑

的事情。我之所以执意如此，是因为任何一个民族在任何一个时代的精神世界，都不可能真正

彻底地平均化与同质化，总有一些相对独特的个体或群体在精神上不同于大众，从而形成复

杂的精神张力。在精神政治学的意义上，这些复杂的张力就是权力关系，是不同的精神实践之

间的冲突、融合与紧张。作为一种重要和独特的精神实践，“文革”后的中国文学在整个国家与

民族的精神空间和精神历程中有着非常重要和独特的意义：一方面，它是一个相当独特的群

体、即文学知识分子的精神表达，不仅体现了我们民族“文革”后的精神历程及其所达到的精

神高度与深度，同时也必然包含和暴露了一定的精神问题，体现着某些不容忽视的症候；另一

方面，它对我们的民族精神也有着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它是整个社会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

部分，又与后者之间有着相当复杂的关系。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想从文学实践与精神生活

关系的角度，梳理与反思“文革”后的文学如何经历了精神权力的重新塑造以及逐步瓦解，并

且在相对乐观的意义上，对重塑做出初步的思考。

何言宏

“精神权力”是一个相对于世俗权力而言的概念。“文革”后中国文学的精神权力来自其上世纪80年代启蒙主义的精神

实践，但由于它在种种历史压力以及体制与市场的诱导面前不断地撤退与逃逸，加之启蒙精神的内在局限，这种权力

逐步被瓦解。在新的历史语境中，文学知识分子只有采取新的策略，重建自己的价值体系和历史哲学，特别是对以“金

钱意识形态”为主的新、旧蒙昧展开自觉和有效的精神批判，重振启蒙，90年代以来被再度瓦解的精神权力才可能再

度重塑。

精神权力的瓦解与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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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谓精神权力？

“精神权力”是一个相对于世俗权力而言的概念。1881年，索洛维约夫在悼念陀思妥耶夫

斯基的一次演讲中，以这样的说法高度评价陀氏对于俄国社会的精神意义：“世俗权力是以恶

制恶，用惩罚和暴力与恶斗争，仅仅维持某种外在的社会秩序。第二种权力———精神权力，则

不承认这种外在秩序表达了绝对真理，执意通过内在的精神力量，也就是使恶不仅受制于外

在的秩序，而是彻底臣服于善，以实现绝对真理”，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就像至高无上的世俗

权力总是集中在一个人———国家元首身上，至高无上的精神权力，在每个时代一般在全体国

民中也只属于一个人，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晰地意识到人类的精神理想，比任何人都更自觉地

追求这些理想，比任何人都更强有力地用自己的言论影响他人。这样的精神领袖对俄罗斯人

来说，在最近一段时期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①。

实际上，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当时的俄罗斯人来说，托尔斯泰也是他们的“精神领

袖”。1908年，在一篇纪念托尔斯泰八十寿辰的文章中，诗人勃洛克曾用“俄罗斯上空的太阳”

来形容托尔斯泰，认为“只要托尔斯泰还健在，还跟在自己那匹白马后面扶犁走在垄沟上”，那

就表明太阳还在运行，俄罗斯人民在面对被勃洛克称作“吸血鬼”的暴政与恐怖时，也就不用

害怕。因为在勃洛克看来，“全体俄罗斯公民，不管他们的思想、派别、信仰、个性、职业有什么

不同，大家都曾在吸吮母亲乳汁的同时，或多或少从他那伟大生命力中汲取过力量”，正是托

尔斯泰“用自己的肩膀支撑着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用自己的快乐滋养和供给着自己的祖国和

人民”②。

正是由于他们强大的精神力量，他们都被当时的俄罗斯人当成精神凭依和精神资源，成

了拥有巨大的精神权力的精神领袖。对于一个时代和一个民族来说，精神领袖往往并非如索

洛维约夫所说的“只属于一个人”，也可能是双星或双璧，或者是一个包含着“灿若群星的知识

分子”的精神团体③。比如在“五四”时期，当时的精神领袖是由陈独秀、鲁迅和胡适等人构成的

精神团体，其启蒙主义的精神实践对于我们这个民族走出封建主义的蒙昧起到了根本作用。

按照这样的思路反思一下“文革”后中国的思想文化历程和知识分子的精神道路，我们就会发

现，我们虽然没有像索洛维约夫所形容的“精神领袖”，但曾有同样“清晰地意识到”并且“自觉

地追求”理想、同时也像“五四”先驱那样承担启蒙使命的“精神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每

一个体虽称不上“太阳”，却像是“星辰”，共同组成了民族的“精神领袖”，以其思想的光芒照彻

我们的生存。他们就是“文革”后至80年代的启蒙主义者们。

二、精神权力的塑造

正如“五四”时代的中国开始走出封建蒙昧，“文革”后的中国出现了普遍的精神觉醒，其

中以启蒙主义的文学实践最先觉知、具有最大的社会影响力和精神感召力。正如李泽厚在《二

十世纪中国（大陆）文艺一瞥》中所指出的：“物极必反。历史终于翻开了新页，十亿神州从‘文

革’噩梦中惊醒之后，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一代（即‘红卫兵一代’）的心声就如同不可阻挡的

洪流，倾泻而出。它当然最敏感地反映在文艺上。”“一切都令人想起五四时代。人的启蒙，人

的觉醒，人道主义，人性复归……都围绕着感性血肉的个体从作为理性异化的神的践踏蹂躏

下要求解放出来的主题旋转。‘人啊，人’的呐喊遍及了各个领域各个方面。这是什么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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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朦胧；但又有一点异常清楚明白：一个造神造英雄来统治自己的时代过去了，回到五四期

的感伤、憧憬、迷茫、叹息和欢乐。但这已是经历了六十年惨痛之后的复归。历史尽管绕圆圈，

但也不完全重复。几代人应该没有白活，几代人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使它比五四要深刻、沉重、

绚丽、丰满。”④在启蒙主义意义上重新回归“五四”而又比“五四”更加深刻和复杂，是李泽厚在

观察1980年前后的中国文学、并将其与“五四”时期的启蒙文学相比较后所得出的基本结论，

也是他对当时文学的高度评价。但在当时，由于“文革”后的文学还未能充分展开，他尚难以对

当时的文学作更深入的思考与研究，也未对其隐含的精神局限做出批判性反思。

不过，李泽厚对当时文学启蒙精神的准确揭示，使得那时的文学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

的精神形象得到鲜明的突出和定位，使得它与启蒙传统的精神联系更加明确。正如吴俊所指

出的，由于“启蒙思潮及其社会实践在近代以来是作为一种权力话语或轴心价值而影响于中

国文学并支配了几代文学者的写作方向和道路选择”，在整个80年代，这种“支配”与“影响”又

一次显示了其力量与深刻，使得文学知识分子的启蒙实践在当时中国的精神生活中不断取得

巨大的精神突破，不仅创造着“时代的权力话语或轴心价值”⑤，同时也形成一个具有巨大号召

力和影响力（即精神权力）的精神团体，“文革”时期几乎被彻底瓦解的知识分子群体重又聚

集，实现了自己的精神复活。

80年代，文学知识分子启蒙主义的话语实践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社会政治启蒙，二是思

想文化启蒙。社会政治启蒙主要体现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朦胧诗”及“改革文学”中，

批判与反思50—70年代被认为是“左”的社会政治实践，同时在经济改革层面想象一种更符合

现代化要求的社会政治“建制”。“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中的很多作品，以及“朦胧诗”中诸

如北岛的《宣告》、《结局或开始》，江河的《没有写完的诗》，芒克的《葡萄园》、《阳光中的向日

葵》和梁小斌的《雪白的墙》等，从不同方面批判与反思“大跃进”、“反右”运动与“文革”。在“改

革文学”中，出于对现代化的未来想象和对经济改革的现实关切，蒋子龙、柯云路和张洁等一

大批作家着力书写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形成了以“改革/反改革（保守）”的二元冲突为主导

的叙事模式（如《乔厂长上任记》、《沉重的翅膀》）。即便像《陈奂生上城》、《乡场上》、《黑娃照

相》等作品，也隐含着改革前与改革后的对比模式，以此歌颂当时的改革路线，为主导性的社

会政治实践即经济改革进行话语辩护和文学论证。

在思想文化启蒙上，启蒙主义的话语重点主要是人道主义和国民性批判。当时的人道主

义话语虽然像李泽厚所说的那样，在“人的解放”方面与“五四”时期相似，但又有本质上的不

同。“五四”时期“人的解放”主要是反封建，而1980年前后的人道主义所批判与反思的主要是

“左”及其导致的历史灾难对人的压抑、剥夺与戕害。这种批判与反思在话语结构、话语功能、

历史意义及历史局限方面具有不同于“五四”时期人道主义的历史新质，人道伦理的重建和人

道政治的关切是其主要内容。“文革”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革命伦理”践踏人道，

整个社会甚至伦理关系都被严重异化，像卢新华的《伤痕》、郑义的《枫》、刘心武的《如意》等很

多作品，都在伦理立场上批判了这种异化现象。与此相应，当时的很多作品也对极“左”政治对

人基本权利的侵害作了相当充分的揭示，揭示的重点是“生命权”和“自由权”这两个核心权利⑥

的被侵害与剥夺。在对生命权的关切方面，有巴金的《随想录》、古华的《芙蓉镇》和公刘的《刑

场》、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等。在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陆文夫的《美食

家》和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中，“食”、“性”与“住”这些基本欲求都被“革命”剥夺；宗璞的小

说《三生石》中的“革命政治”，甚至将批斗搞到了病房，阻止了对身患癌症的“反动人物”梅菩

提的有效治疗。至于对自由权的话语伸张，则有刘心武的《穿米黄色风衣的青年》、张抗抗的

精神权力的瓦解与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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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作品。

80年代的国民性批判话语也不同于“五四”时期，其中尤以高晓声的一系列作品对农民灵

魂的刻画最为突出与深刻。高晓声所揭示与批判的，不仅有国民劣根性中的“看客心理”，更有

其中的“主奴根性”，而且具有了新的历史内容，即“跟跟派”：“几千年来，农民一直在寻找自己

的信仰，他们找到的并不多，无非是神仙和皇帝。结果都失望了。后来找到了共产党，他们很高

兴，有许多事实证明他们是找对了”，他们“相信共产党，这种信仰是坚实的，他们要跟着共产

党走到底。……在党的路线发生了错误，损害了他们的利益的时候，他们照样跟着走”⑦。从鲁

迅到赵树理，国民性批判的一个基本特点，在于将国民性作为封建主义的精神遗存来批判，往

往还联系于封建主义的宗法制度；批判的基本走向，便是认为随着封建主义的制度性溃解和

新制度的建立，国民性中必然生长出一种新的更加健全的精神性格。而高晓声的创作，却很有

力地解构了这种乐观的想象，揭示出1949年以后新制度中国民性的新形式，显示出异常的深

刻。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能很清楚地看到，无论在社会政治还是思想文化启蒙方面，当时的

文学知识分子在其启蒙实践中都有着非常自觉和明确的历史意识，批判性地反思刚刚结束的

历史时期（“十七年”与“文革”）和广大民众的精神、命运与生存，并且将这种批判与反思建立

于新的历史基点（“新时期”）和已被规划的历史性未来（“现代化”）。在这样的历史意识中，共

产主义这样一种高远宏大的历史目标和未来想象被“现代化”这一更加务实的历史规划所替

代，这样的规划，也是索洛维约夫所说的共同的“精神理想”。新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充

分反思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努力实现这样的规划与理想，这也是当时最具共识的

历史自觉。文学知识分子的启蒙实践正是这样的努力与自觉，启蒙话语的精神力量也正源于

此。在我们民族的历史意识和历史实践中，将自己的实践自觉地紧密联系于它们，是80年代启

蒙精神与民族高度共振的主要原因，文学因此也担当着精神感召和引领的历史重任，非常有

力地介入和影响了我们的精神生活，精神性的权力便由此产生。

三、精神权力的瓦解

不过，我们还要看到，这一代文学知识分子也有着不可忽视的精神局限与问题，它们是启

蒙文学的精神力量后来逐步遭到瓦解的重要原因。

80年代文学知识分子启蒙实践中的历史意识实际上并不彻底。一方面，他们对50—70年

代中国历史的批判与反思并不全面，也缺少应有的彻底与深刻，这不仅表现在诸如“土地改

革”和“肃反”等历史运动尚未得到书写与反思，更表现在他们的思考很难超越当时的主流意

识形态，一些“五四”时期便曾被忽略的诸如“天赋权利”或“纯然个体主义的自由、独立、平等”

等西方启蒙主义话语⑧，以及一些形而上层面的宗教信仰话语，很少被引入到对当代历史和中

国人精神与命运的思考，即或偶有这方面的努力（如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往往也会遭到

严厉批评，使类似的写作难以为继⑨。一方面，他们只能在非常有限的空间中思考与写作，其精

神并未穿透历史的限禁而获得足够的自由；另一方面，他们对当时同样作为历史的现实缺乏

应有的反思，特别是在“改革文学”中，过于热切的“现代化”想象使他们与“改革意识形态”形

成了精神上的融合与同构，从而丧失了对改革本身的清醒反思，认为改革就是政治正确，就是

历史进步，那些与改革发生冲突的思想意识（如“王润滋论题”及贾平凹和矫健的“改革小说”）

和被视为保守势力的官僚主义及陈旧的管理制度（如柯云路的《三千万》、《新星》和张洁的《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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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翅膀》等）均应被改革所摧毁，改革不仅在作品的故事中，同时也在现实中对作家主体的

精神和思想实现着它强大的历史意志与力量。这两个问题充分显示出当时启蒙主义文学知识

分子精神上的不彻底性，也没有足够的独立、坚定和勇敢，其对改革的简单辩护和缺少反思，

在应对迅速展开的社会变革时精神准备的不足，随着改革的持续推进及越来越多地暴露出的

问题，这种不足也越来越明显。

吴俊曾指出：“启蒙意识形态的思想地位和社会影响力是在不断地下降和衰落”，“启蒙文

学传统的主流已经终结于80年代，此后至今，只是流波余韵了”⑩。这意味着启蒙主义文学知识

分子在80年代所赢得的精神权力在并不太长的时间内就不断瓦解而最终走向衰落与终结。这

样的结局何以会发生？

作为80年代启蒙文学的内在局限，面对种种历史压力，精神上的不彻底性是导致其迅速

衰落的主要原因。如前所述，这种不彻底性，使得启蒙主义的文学知识分子未能彻底直面历史

和现实，对于自身的权利和自由，更是缺少足够的勇敢和彻底的担当，这造成了文学对某些外

在压力的逃避。王晓明曾指出，很多作家虽然能够“感觉到心中有某一种冲动，甚至很强烈，但

是出于各种原因，反而将它抑制或者减弱，甚至干脆把它推到内心深处”，而正是“由于这种自

我压抑，作家没能够彻底放开来想，放开来写，所以始终出不了大作品”，也始终出不了具有

“那种睥睨一切的精神气质”的精神大师輥輯訛。作家尤凤伟的自我反思很能够印证这种自我压抑

与逃避：“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中国人已经很自觉地将语言分为两部分：一是能够说出

口的（冠冕堂皇的话、套话、假话、无关紧要的话），二是不能说出口的话（表达真实思想的话），

久而久之，便形成一种自动控制，即使不动脑子，语言的阀门也能自然反应，不会出现差错。对

于作家，事实上也存在着这种自动控制，写什么可以，写什么不可以，怎样写可以，怎样写不可

以。‘哑巴吃饺子心中有数。’”正是这种“自我压抑”、这种“心中有数”般的“自动控制”和作家

对“真实思想”煞费苦心“打折”表达，使作家由新时期之初奋勇的精神进击而不断地“逃逸”与

“后退”，不断减损文学的精神力量輥輰訛。在这样的意义上，“文革”后的中国文学在“伤痕文学”、

“反思文学”和“朦胧诗”之后，实际上不断地进行精神撤退。

在种种外力和“自我控制”、“自我压抑”之下，由于西方思潮的影响和后来的市场诱惑，以

及我们文学观念上的种种误区———比如在文学进步主义观念主导下对“创新”的盲目崇拜，即

我所谓的“创新意识形态”———文学便开始了匆忙的战略转移。文学潮流此消彼长，实际上就

是放弃启蒙主义的精神立场，不断进行精神撤退与逃逸。启蒙主义精神不断被质疑（“现代

派”、“寻根文学”）与解构（“第三代诗歌”、“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有的写作进一步追求

政治正确并且与主流意识形态自觉融合（“改革文学”），有的则遁入非理性的世界（“现代派”）

或所谓的文化之“根”（“寻根文学”）。而在很多“反文化”、“反价值”、“反英雄”和“反崇高”的

“第三代诗歌”和以突出的后现代主义精神消解启蒙主义“宏大叙事”的“先锋小说”与“新写实

小说”中，启蒙主义的历史意识、理性精神和人道主义，及其与社会现实之间批判性精神张力，

都遭到了消解……这就是人们指出的启蒙主义下降与衰落的过程輥輱訛。

当然，对上述过程做出准确的文学史和精神史评价是一项非常复杂的课题。我们不否认

上述潮流各有其较为独特甚至也很重要的精神价值，像一些“寻根文学”作品（如《爸爸爸》、

《女女女》等），也有文化批判或国民性批判的主题，但即便如此也难以否认，“文革”后中国文

学中的启蒙主义在其历史起点上虽曾产生过相当巨大的精神力量，但由于其所具有的精神局

限与精神问题，加之历史语境等多种原因，尚未达致精神上的强大与成熟，便被迫进行撤退与

转移，放弃和瓦解了自己在民族的精神生活中曾拥有的精神力量。“文革”后中国文学中的启

精神权力的瓦解与重塑

27



文艺研究 2011年第 4期

蒙主义开始撤退，80年代末走向终结，此后虽然并未彻底绝迹，但作为潮流，已经无以为继，难

再兴起。

四、精神权力的重塑

当然，除了精神上的不彻底性，启蒙文学的瓦解尚有其他原因。作为启蒙主体的知识分子

之“死”一度成了中国文学中引人注目的精神意象。

在90年代的很多作品中，对知识分子肉体生命的死亡有着相当突出的书写。从戴厚英的

《脑裂》、贾平凹的《废都》、格非的《欲望的旗帜》，到何顿的《喜马拉雅山》、李洱的《导师死了》、

《午后的诗学》和张者的《桃李》等，无不弥漫着知识分子精神溃败之后精神与肉体生命双重死

亡的末世图景与挽歌氛围輥輲訛。特别是在《导师死了》中，人满为患的病院，规模不断扩大的墓园，

肃杀凄冷的冬景，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病相，具有哀悼与祈祷气息的疗养院院歌，以及关于疾

病与死亡的事象与话语，使作品散发着彻骨的寒意。

不过，知识分子之“死”更多表现为社会转型和现有权力格局之中知识分子精神的萎顿与

消亡，特别是80年代启蒙知识分子的身份蜕变。90年代以后，在很多作品中，他们纷纷蜕变为

权力体系中的各种官员及政策性知识分子、企业家及商人阶层、形形色色的“专家”和平庸度

日的“常人”等等，充分体现知识分子命运的真实情状。比如阎真的《沧浪之水》，揭示了权力体

系与市场意识形态的合谋对知识分子精神的有效摧毁，揭示了它们如何逼迫知识分子最终臣

伏而蜕变为官员。戴厚英的《脑裂》、张梅的《破碎的激情》和何顿的《生活无罪》、《不谈艺术》

等，则书写了知识分子在市场化大潮中进退失据、彷徨无着的精神痛楚，书写了他们边缘化的

社会处境。其中最具讽刺性的是《破碎的激情》：在80年代积极参与思想解放和“新启蒙”运动

的知识分子圣德、黛玲和米兰等人，在90年代市场大潮中进行商业性的美容讲座与公关演讲，

由启蒙者蜕变为商人，理想主义的启蒙激情蜕变为对金钱的狂热追求。苏童在谈到他的《离婚

指南》时说，他写的是“理想主义一点点消逝换之以灰暗而平庸的现实生活”之后，“世俗的泥

沼如何陷住了杨泊们的脚、身体、甚至头脑”，“杨泊们满身泥浆地爬出来时，他们疲惫的心灵

已经陷入可怕的虚无之中”輥輳訛。这种对知识分子“常人化”的突出关注，揭示了卡尔·博格斯所说

的“存在于知识分子和日常社会存在之间的通常界限正在逐步瓦解”輥輴訛之后知识分子精神实质

上的死亡。

随着90年代以来的社会转型和文学体制的新策略，特别是文化与出版市场的繁荣，很多

作家都放弃了以往理想主义的启蒙精神。90年代以来，从国家到地方层层设立庞大的“政府

奖”体系，导致各级政府、文联、作协、文学期刊、出版机构和作家个人普遍产生了的获奖情结，

必然导致某些作家在题材选择和话语立场上的变化。正如吴义勤所指出的：“意识形态对于文

学的强制性到九十年代已基本消失了”，“代之而起的对于‘主旋律’的提倡实际上只能对文学

发生一种感召或诱导的作用”輥輵訛。正是这种“感召”和“诱导”，辅之以愈益丰厚的物质奖赏和作

为象征资本的种种荣誉，对很多作家构成了相当强大的精神诱惑。

苏童在《第五条路》一文中反思90年代以后作家的精神道路时，非常生动地指出，在种种

选择中，“最常见的是一条阳光灿烂的通衢大道，大道两侧云集着书商、出版社、文学杂志和由

黑压压的消遣族读者组成的队伍。练就一身文字功夫的作者走上这条路往往如鱼得水，路两

旁是鲜花、掌声和金钱”，“他们的成功是‘通俗’和‘流行’的成功”輥輶訛。在这样的成功中，作家所

追求的，已经不再是精神上的高度与深度，而是可读性，版税、码洋和发行量等指标成了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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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编辑最重要的关切，它们开始逼迫和诱导作家改变以往精英化的创作观念，按照市场订单

生产供货，这不仅意味着“小说商品化”时代的到来輥輷訛，更表明市场利益诱惑下作家们在精神上

的衰变。正如作家夏商所说：“如果我的小说浅薄，但是好读，并且有很多人在读我的小说，我

觉得这就不错。我为什么搞得那么深刻呢，搞那么多思想呢，实际上现在人们的思想都是差不

多的，你并不比别人高明多少。”輦輮訛启蒙者与被启蒙者间的精神张力全然消失，所谓的启蒙，所

谓的超越，统统成了过时的笑话。启蒙死了，启蒙成了我们时代的笑谈。

但在另一方面，启蒙并未真正死去。与其说启蒙已死，不如说它置之死地而后生。在这样

的意义上，启蒙主义的重生成了迫切的议题。

讨论启蒙的重生，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仍然是历史。俄罗斯思想家弗兰克认为，社会历史

实际上就是“作为精神生活的历史”輦輯訛。作为一种精神实践的文学，无疑应该在这样的认识前提

下直面和介入历史。这样一来，如何认识我们的历史并做出自己的精神选择，就成了启蒙的历

史性任务。弗兰克以“自发的历史运动”和“自发的力量历史”来概括他所置身的历史语境。在

这样的语境中，俄罗斯人精神无着，“尽管丧失了创造历史的能力，却仍处于它那超凡力量的

控制之下”，被“汹涌蓬勃”的历史自发性所裹挟，深陷于精神的泥沼之中輦輰訛。返观我们的现实，

又是何其相似。随着80年代作为近期目标的“现代化”被逐步实现，我们的历史似乎已终结。除

了以财富与物质为主的种种指标，我们已经提不出更好的历史方案。我们的一切实践，似乎已

经很难在历史中理解。历史纯然成了时间，成了物欲膨胀、精神空虚的国民生存其中的时空容

器。我们成了历史的弃儿。在这样的历史处境中，启蒙主义最紧要的任务，就是挺身而出，明确

形象，坚定自己的身份认同，通过对启蒙主义命运的深刻检讨，努力弥补和克服自己的精神缺

陷，在批判性地广泛汲取古今中外包括本土民间的精神思想资源和超越性的宗教精神的基础

上，在既往的历史观已然崩溃的今天，重新探索和建立启蒙主义的历史哲学，校正和引导盲目

自发的历史力量，确立新的历史理想，重建、捍卫与坚守启蒙主义的基本价值，以个体权利与

自由为核心，实行更加全面和真正的人道关切，像“五四”时期和80年代一样，针对时代的新、

旧蒙昧重振启蒙。只有这样，启蒙主义的精神重生才有可能，它在与当代中国不同的精神力量

和精神立场的冲突或搏弈中，才会体现出应有的力量，继“文革”而在90年代以来再度被瓦解

的知识分子的精神权力，也才会再度重塑。不过，在如此宏大和如此复杂的历史任务中，我以

为最为核心和最紧迫的，就是要揭示和批判当下中国历史语境中的新、旧蒙昧。

在关于启蒙运动的重要文章《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中，康德有一段著名的

话，认为“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很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但却绝不

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新的偏见也正如旧的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少思想的广大人

群的圈套”輦輱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相当巨大的变化，但在一方面，一些旧的

蒙昧并不可能彻底被根除，其中诸如盲目的、“合群的”和“爱国的自大”等曾经被鲁迅等启蒙

主义先驱所深刻批判的思想意识甚至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沉渣泛起；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历

史的市场化转型，形形色色的新的蒙昧（即康德所说的“新的偏见”）也不断产生，形成了新的

“驾驭缺少思想的广大人群的圈套”。在这些“圈套”中，我以为最严重的，就是一种新的意识形

态———即“金钱意识形态”———成了中国社会最具魅惑力的意识形态，它的根本特点，就是以

金钱作为核心和基础性的、甚至是惟一的价值理念。在这样的价值基础上，我们的国民普遍形

成了一种以金钱为核心价值的人生观念与性格结构，即“金钱性格”，他们在社会关系中所奉

持的，也是以金钱为价值基础的“金钱伦理”輦輲訛。我们的社会因此形成了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市

场意识形态和经济至上主义等总属于金钱意识形态的庞大的意识形态体系，它主宰了广大民

精神权力的瓦解与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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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的精神与生存，使我们的国民陷入了新的蒙昧之中，这也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精神现实。启蒙

主义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对这些新、旧蒙昧和这样的精神现实自觉有效地批判与揭示，这是时

代的当务之急輦輳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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